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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壮大和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对农业的投资，一个普遍的疑虑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很可

能会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全国大

样本数据，从农户家庭层面实证分析了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１）外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投资有显著负面影响，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升，农户会减少这

一类投入。 （２）与既有文献不同，本文并未发现外出务工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的农业机械投资。 （ ３）外

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投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但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

异。 考虑内生性问题，使用替代变量以及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外出务工不利于流动性生

产投资，而不影响农业机械投资的结论是可信的。 上述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投资

的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但具体影响还要考虑投资种类和区域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外出务工；流动性生产投资；农业机械投资；ＣＦ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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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外出务工门槛的降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外出务工

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农户家庭呈现“半工半耕”特征，汇款和工资性收入也逐步成为农民收入

的重要来源。 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变化和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动无疑会对农户农业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那么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农户家庭是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还是会更加不

重视农业生产而减少农业生产性投资呢？ 对上述问题，学界仍然存在广泛争议。
有部分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带来收入增长，农户会优先购置农业生产性资产，表现

为外出务工显著促进农业生产投资。 如 Ｚｈａｏ［１］ 对中国 ６ 省的调查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促使农户

购买更多的农业机械。 Ｔａｙｌｏｒ 等 ［２］ 对危地马拉农户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促进农户在农业

生产中施用更多的肥料。 钱文荣、郑黎义 ［３］ 对中国江西省稻农的研究也指出，非农汇款有助于

农户在水稻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农药。 类似的，Ｄｅ Ｂｒａｕｗ ［４］ 对越南的研究、Ｃｈｉｏｄｉ ｅｔ ａｌ［５］ 对墨西哥

的研究，以及 Ｒａｎｄａｚｚｏ ａｎｄ Ｐｉｒａｃｈａ［６］ 对塞内加尔的研究也都证实，农户倾向于将非农收入用于

农业生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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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诸多研究指出，农户并没有因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而增加农业生产投资。 Ｄｅ Ｂｒａｕｗ
和 Ｒｏｚｅｌｌｅ［７］ 对中国农民工的投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非农汇款没有被用于农业生产性投

入。 Ｈｕａｎｇ 等 ［８］ 基于山东省水果种植户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的生产性投入并没有随着

外出务工而增加。 Ｄａｍｏｎ［９］ 针对萨尔瓦多移民的经验研究发现，非农收入对农业生产投资的促

进作用十分有限。 Ｄａｖｉｓ 和 Ｌｏｐｅｚ－Ｃａｒｒ［１０］ 对中美洲四国的研究也证实，外出务工没有有效提高

农户农业投资水平。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非农汇款收入主要被用于非生产性支

出。 如 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１１］ 对墨西哥村庄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户主要将汇款用于提升生活舒

适度的消费上。 Ａ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Ｃｕｅｃｕｅｃｈａ［１２－１３］ 分别考察了危地马拉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户如何使用

汇款，发现汇款主要被用于改善农户家庭生活和购买耐用品。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非农汇

款被用于其他类型的投资，如住房投资和教育投资等方面。 如 Ｏｓｉｌｉ［１４］ 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亚的

移民更偏爱住房建设而不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 Ｚｈｕ ｅｔ ａｌ［１５］ 关于中国农民工汇款的一项研

究也发现，汇款多被用于住房建设。 而 Ｙａｎｇ［１６］ ，Ｑｕｉｓｕｍｂｉｎｇ 和 ＭｃＮｉｖｅｎ［１７］ 对菲律宾的两项研究

成果表明，汇款会被优先用于子女教育投资。
还有研究却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农户反而会减少农业生产投资。 Ａｈｉｔｕｖ 和 Ｋｉｍｈｉ［１８］

对以色列的研究证实，外出务工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性资产积累。 Ｍｏｒｅｒａ 和 Ｇｌａｄｗｉｎ［１９］ 基于洪都

拉斯两个农村社区的案例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不利于农户进行土地保护型的农业投资。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和 Ｂｒｉｅｎ［２０］ 对爱尔兰的研究证实，外出务工导致农业收入的重要性下降，农户会减少农

业生产性投资。 Ｍａｔｈｅｎｇｅ 等 ［２１］ 针对肯尼亚农户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农户家庭外出务工收入比

例的提升，农业经营渐趋粗放，农业生产中的肥料和杂交种子投入会逐渐减少。 上述研究也得

到国内部分学者的证实，如 Ｗｕ 和 Ｍｅｎｇ［２２］ 对中国 ５ 省的研究表明，随着农户收入结构中非农份

额的增加，农户会减少购买农业生产工具。 Ｑｉｎ［２３］ 对重庆市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外出务工

的农户，有外出务工的农户在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化肥和农药都较低。 Ｊｉ 等 ［２４］ 基于安徽省农户

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升会降低农户购买小型机械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学界针对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投资进行了丰富而饶有意义的探讨，这为后续研

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已有文献基本没有考虑到外

出务工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即外出务工不仅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

资，而农业投资也可能会反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外出务工情况。 因而，既有研究

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其次，就中国情景下的研究而言，多数成果使用的是区域性调查，样本量普

遍较小，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研究的成果，因而其结论的普适性值得怀疑。 同时也就

无法回答在全国层面上，外出务工究竟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性投资？ 第三，已有成果较少涉及外

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而分析外出务工对不同种类农业生产性投

资差异化影响的研究也不多见。
发展农业离不开生产性投入，对农业的投资关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粮食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大转型时期，农业

生产性投资存在何种变化趋势，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以及对于农业可持续

发展而言，无疑均是十分关键的。 基于此，本文试图较为全面的阐述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

投资的影响路径，并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为研究样本，对新时期农户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为解决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性投资

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予以解决，最终得出较为稳健的结

论。 并且，本文还将农业生产性投资区分为两大类型，分析外出务工对不同类型投资的差异化

影响。 在此基础之上，将样本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划分，试图探究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

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差异，从而丰富本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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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机理

虽然关于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投资的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但系统梳理外出务工影响机制的

文献却并不多见。 结合已有的成果，本文认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可通过下述五个途径来影响农

户农业生产投资。
１．外出务工通过农业劳动力流失来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劳动力流失效应） 。 诸多研究

证实，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会直接减少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短缺。 特别

是在农村雇工市场并不完善的环境约束下 ［２５］ ，以及农业生产过程监督的困难，家庭缺失劳动力

通常不能有效被雇工所替代。 为了适应劳动力不足，农户会相应改变投资策略来满足农业生

产。 已有的研究发现，在此背景下，通常会增加劳动节约型的投资（如农业机械） ，减少劳动密

集型投资 ［２６］ 。
２．外出务工通过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来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收入效应） 。 部分家庭

成员进入非农产业后，其收入水平会明显上升，为改善留守成员福利，通常会汇出一部分收入给

留守在家的成员。 这无疑会扩展留守成员的收入约束边界，使得留守成员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农

业生产资料 ［１，４］ ，如肥料、农药、薄膜、农业机械等。 但正如前述分析中指出，收入的增加只是一

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农户是否相应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取决于汇款收入是否被用于该领域的

投资。
３．外出务工通过改变家庭收入结构来影响农业生产投资（结构效应） 。 由于农业效益相对

较低，在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同产业工资水平差异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现象日渐频

繁 ［２７］ 。 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升，农户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会逐渐降低，农业收入的重

要性也会相应下降 ［２８］ 。 ２０１３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农民纯收入

的 ４０％，并且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由于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高，男性和青壮年劳动

力多流入非农产业，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渐趋老年化和女性化。 在此背景下，农户大多不期待通

过农业来实现增收，粗放式经营已经成为常态 ［２９］ 。 此时，理性的农户会优先考虑回报率更高的

非农产业作为投资领域，对农业的投资可能会减少，农户更可能将非农收入用于开办家庭小型

企业 ［３０］ 。
４．外出务工为家庭农业生产充当了农业保险的功能（保险效应） 。 外出务工减缓收入波动

对农业生产的冲击 ［３１］ ，这可能有助于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资。 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同时面

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尤其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会对农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发达

国家的实践表明，完善的农业保险能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的投资 ［３２］ 。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

展中国家，无论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还是商业性农业保险均不完善，保险市场仍然无法成为真正

的“熨平机制” 。 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户就只能独自承受损失，从而严重打击农户投资农业的

信心，这无疑会不利于农业生产投资的稳定性。 当部分家庭成员参与外出务工时，则能够减缓

自然风险冲击对家庭农业生产产生的不利影响。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外出务工和汇款收入充

当了农业保险的功能 ［３３］ 。 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风险被分散，即使发生自然灾害，汇
款收入也能够帮助家庭留守人员度过困难，这有利于提高农户抵抗风险能力，增强农户投资农

业的信心 ［３４］ ，从而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
５．外出务工可能会通过缓解农户家庭的信贷约束来影响农业生产投资（信贷效应） 。 虽然

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很大一部分来自家庭自我积累，但贷款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

视 ［３５］ ，对农业这种资金需求时间高度集中的产业尤其如此。 诸多研究均证实，良好的、有效率

的农村信贷会增强农户投资农业的能力 ［３６］ 。 然而，由于农业信贷的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和收益

１１１

第 ５ 期 钱龙，钱文荣：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农户常常不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或足额

贷款。 在正规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大部分中国家庭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来缓解信贷约束。
外出务工能够通过下述两个途径来增强农户获得信贷的可能性。 一方面，外出务工通过提升农

户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多样性来增加正规信贷获得可能性。 收入的增加和波动风险的降低会

提高银行放贷意愿，从而有利于农户增加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和额度 ［３７］ 。 另一方面，外出务工

有助于农户突破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等强关系，构建以业缘、趣缘、友缘为主的弱关系网络 ［３８］ ，有
助于农户获得更多来源的非正规信贷 ［３９］ 。 相对而言，有外出务工的农户能更便利地利用信贷

市场，这可能有利于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 但这同样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农户并非将

借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投资，而是用于家庭生活消费、教育投资、购买耐用品、维修和建

设住房、子女婚姻等方面 ［４０］ ，那么信贷获得能力的提升可能对农业生产投资没有影响。
整体而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会通过劳动力流失效应、收入效应、结构效应、保险效应和信

贷效应来共同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但外出务工最终如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则取决于综

合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 ，
该调查旨在通过追踪调查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

的变迁。 ＣＦＰＳ 覆盖中国大陆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 ，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
本文主要使用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由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缺乏社区层面信息，这一信息只

能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中获取，因而，首先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匹配，且只保留那部分同时参加过两

次问卷调查的农村家庭与成员信息。 经过处理后，最终获得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 ２４ 个省 （市 ／自治

区） 、１３４ 个县（区） 、４２０ 个村庄，共 ６７８５ 户农户家庭的有效信息。 相对以往的研究，本文的数

据覆盖范围更广，从而更具全国层面代表性。
（二）模型选择

为分析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ｖｅｓｔｖｉ ＝ ａ０＋ｗ∗ｏｆｆ－ｆａｒｍ＋β ｉＸ ｖｉ＋ｒｖＺ ｖ＋δＰ＋ε ｖｉ （１）

其中，Ｉｎｖｅｓｔｖｉ为村庄 ｖ 农户家庭 ｉ 的农业生产投资情况，以往的研究多分析某一类农业生产

投资，但本文同时聚焦两大类农业生产性投资。 具体包括与土地直接关联的流动性投资和与土

地不直接关联的固定性投资两大类。 ｏｆｆ－ ｆａｒｍ 指的是关键解释变量，即外出务工，Ｘ ｖｉ表示家庭

人口特征变量、资产特征变量和土地特征变量，Ｚ ｖ表示村庄特征变量，Ｐ 为省份虚拟变量，以控

制区域层面因素可能的影响；ε ｖｉ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设置

１．农业生产投资。 本文将农业生产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土地直接关联的流动性投资，
包括化肥、种子和农药等。 另一类是与土地不直接关联的固定投资。 对第一类投资，参照既有

研究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将农户家庭 ２０１２ 年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化肥、种类、农药转化为货

币价值并加总 ［７］ ，然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第二类投资，考虑到农户的主要固定资产投资为农业

机械，因而选择农业机械作为这一类投资的代表 ［１］ 。 本文使用农户持有的各类农业机械的总价

值来表示 ［４１］ ，同样进行对数化处理。
２．外出务工。 本文所指的外出务工是家庭层面的，考虑到外出务工的本质是家庭内部劳动

力资源的再配置，因而，借鉴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４］ 的研究，使用“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之比” ，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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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予以表示。
３．控制变量。 为提高拟合回归的可信性，参照既有文献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家

庭人口特征、家庭资产特征、土地特征、村庄特征 ４ 个维度共 １０ 个控制变量①。 其中：（ １）家庭

人口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 ４ 个变量。 之所以引入劳

动力数量，是因为劳动力与资金、机械存在相互替代或补充的效应 ［２４］ ，会影响到农户的投资决

策。 除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素质和构成也会对其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由于农业

相对效益低下，劳动力多会优先考虑非农产业，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弱质化，即劳动力年

龄老化，受教育水平不高，女性占比趋高等现象日益普遍 ［４２］ 。 因而引入家庭层面的平均年龄、
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 ３ 个控制变量，试图来控制老年化、文化素质、女性化的影响。 （ ２）
家庭资产特征包括金融性资产价值、非房贷性金融负债两个变量。 是否投资农业，很关键的一

个影响因素就是农户的投资能力 ［２８］ 。 这里引入正反两方面的变量，以金融性资产价值来表征

农户的财富水平和经济能力，以非房贷性金融负债来表示农户的负债水平。 （ ３）土地特征包括

承包地资产价值和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两个变量。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承包地价值会影响到

农户的投资决策。 土地价值能够较好显示土地的未来增值空间，因而预期农户会基于长远考

虑，选择更高的投资水平来维持土地价值。 土地经营面积则是影响生产投资的一个关键变量，
更大的经营面积意味着农户需要投入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的土地经营面积，也意味着劳动

力短缺情况会越发凸显 ［４３］ ，增加农业机械投资的可能性更大。 （４）既往研究多忽视村庄层面因

素的影响 ［４１］ ，本文引入村庄地形地貌和交通情况两个变量予以控制。 其中地形地貌通过影响

耕作难度来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 ［２５］ ，而交通情况则会通过影响生产资料获得便利性来影响农

户的投资行为。 此外，为控制区域层面因素可能的影响，进一步引入省份虚拟变量予以控制。
模型涉及的所有变量及相应的统计描述性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流动性投资对数 农药、化肥和种子价值（元） ７．６０ １．２７

农业机械投资对数 家庭持有农业机械价值（元） ２．８２ ３．６

外出务工 非农劳动力∗１００ ／ 家庭总劳动力人数 ６１．７３ ２７．８２

劳动力数量 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１．６５ ０．９３

女性比例 家庭成员中女性比例 ０．５４ ０．１８

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岁） ３５．０４ １５．２２

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平均教育年限（年） ８．３５ ３．４０

金融性资产价值对数 金融性资产总价值（元） ７．８１ ２．７８

非房贷性金融负债对数 非房贷金融负债价值（元） ０．８２ ５．０８

承包地价值对数 承包地资产价值（元） ８．０５ ４．４８

实际经营土地面积 家庭正在耕种土地面积（亩） ６．６８ １０．０５

村庄地形地貌 １ ＝丘陵；２ ＝高山；３ ＝平原；４ ＝其他（对照） ２．１９ １．０５

村庄交通情况 村委会所在地到县城所用时间（小时） １．１２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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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流文献基本只考虑投入端影响，少有将投资收益考虑进来 。 本文没有将投资收益考虑进来，除了借鉴主流范式，
主要考虑调查的样本主要是小农户，经营农业并不是利润导向的。 而且本文的数据也不支持分类型投资的回报计算，这有待

后续研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进行 ｔ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外出务工与农户农业投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外出务工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 －４．５５） （ －１．４６）

劳动力数量 ０．０６０∗∗ ０．４６２∗∗∗

（ －２．２６） （ －６．４４）

女性比例 ０．１４８ －０．２０３

（ －１．３５） （ －０．６７）

平均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 －４．３５） （ －４．４８）

平均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５∗∗

（ －３．３５） （ －２．３３）

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５∗∗∗

（ －３．６５） （ －５．３１）

非房贷性金融负债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 －４．６３） （ －１．２５）

承包地价值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４∗∗∗

（ －１７．６３） （ －１０．９５）

实际经营土地面积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８∗∗∗

（ －１９．９５） （ －１０．３１）

村庄地形地貌 ０．１３７∗∗∗ ０．０９２∗∗

（ －８．６３） （ －２．０１）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 －４．１６） （ －０．６３）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６．５０５∗∗∗ －０．２３９

（ －３６．３９） （ －０．４８）

样本量 ４４８４ ５２９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ｔ 值。 下表同。

从表 ２ 拟合结果来看，外出务工在 １％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业流动性生产投资，这与

Ｑｉｎ［２３］ 的研究保持一致，从而说明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投资的消极效应大于积

极效应，在 ５ 种效应的综合影响下，表现为随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升，农户会逐渐减少农

业生产中的流动性要素投入。
农业机械是与土地不直接相关的固定性生产投资，农户购置农业机械的主要目的是节约劳

动力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就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影响而言，虽然其影响方向与流动性生产投

资一致，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在 ５ 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

农业机械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同时显著影响农业流动性生产投资和农业机械投资的因素还包括家庭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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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人数、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家庭承包土地资

产价值、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村庄地形地貌共 ７ 个变量，且这些因素对两类投入的作用方向

相同。
具体而言，家庭劳动力越多，农户越可能进行流动性生产投资和农业机械投资。 家庭劳动

力人数正向促进流动性生产投资，可能是因为这类投入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更多农业劳动力

来匹配，这与外出务工负向影响流动性生产投资也相互印证。 家庭劳动力人数正向影响农业机

械投资，与预期相反。 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机械投资金额较大，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家庭收入水

平越高，农户更有能力进行这一类投入。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负向影响流动性投资和农业机械投

资，说明老年化不利于这两类农业生产投资。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正向促进两类投资，说
明教育是重要的，提升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对农业的生产投资。 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正

向促进农户这两类投资，说明农户家庭越富裕，越可能增加农业流动性生产投入和固定资产投

入。 家庭承包地价值正向促进这两类生产投资，可能是由于土地价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通过

增加投入来维持土壤质量。 土地经营面积越大，农户越可能增加两类投入，说明规模经营对于

农户生产投资有积极影响。 这是因为种植规模越大，单位土地的投资成本越低，进行此类投资

越划算。 村庄地形地貌也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地形地貌确实会对农业生产投资有

影响。
（二）分区域回归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差异较大，因而按照东、中、西部将整体样本划分为 ３ 个分样本①，
分别进行拟合回归（表 ３） 。 结果显示，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的影

响均不显著，这与基准模型并无二致，说明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的影响是稳健的，并不存在

区域差异。 对于流动性生产投资，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外出务工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类投入，这与

基准模型也保持一致。 但在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

为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农户整体收入水平也较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例仍然较高，从
而导致西部地区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十分看重。 因而，即使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越来越普遍，但
鉴于农业收入的重要性，以及流动性生产投资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投资，西部地区

农户并不会因为外出务工而放弃这部分收入，从而表现为外出务工对这一类投资的影响尚不

显著。
表 ３　 分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外出务工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 －３．００） （ －１．４２） （ －２．９７） （ －０．０４） （ －０．６１） （ －１．０８）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５．９５６∗∗∗ ０．１５７ ７．０８２∗∗∗ －２．７６２∗∗∗ ６．５２４∗∗∗ ２．８２８∗∗

（ －１９．５５） （ －０．２１） （ －２６．２４） （ －３．００） （ －１６．００） （ －２．４２）

样本量 １５５８ １９２５ １３１９ １５５６ １６０７ １８１６

　 　 注：表 ３ 中控制变量与表 ２ 完全一致，为节省篇幅没有显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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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１０ 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８ 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 ７ 省（市 ／ 自治区） 。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代变量法

在逻辑上，外出务工会影响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而农户投资行为也会反向影响农户外出

务工决策。 比如，如果农户决定增加农业流动性投资，就需要相应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来进行

匹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就可能减少。 而当农户增加农业机械这一类投资时，由于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升，会便利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而可能增加外出务工人数。 然而，已有

研究对两者的反向因果关系重视不足。 为减轻这一内生性，参照黄季焜等 ［４４］ 的方法，使用农户

家庭历史外出务工比例作为本期外出务工比例的替代变量。 虽然这并不能够完全消除内生性

问题，但由于外出务工决策先于农户投资行为发生，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一问题。 外

出务工的历史数据来自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全国层面数据。 统计描述性结果表明，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中农户家

庭非农就业率的均值为 ６２． ９３％，和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较为接近。 回归结果显示（表 ４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对于流动性生产投资，外出务工依然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表现为负向影响农户这一类投

入。 同时，对于农业机械投资，外出务工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表 ４　 　 外出务工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替代变量法

变量
（ １） （ ２） （３） （ ４）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外出务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 －３．３２） （ －１．４６） （ －４．８８） （ －０．９１）

劳动力数量
０．１０４∗∗∗ ０．５３３∗∗∗ ０．０５９∗∗ ０．４８６∗∗∗

（ －４．３２） （ －９．６１） （ －２．２４） （ －６．７６）

女性比例
０．０５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８ －０．３１８

（ －０．５２） （ －０．７７） （ －１．５４） （ －１．０４）

平均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３∗∗∗

（ －２．２２） （ －４．１７） （ －４．０７） （ －５．２６）

平均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 －３．３８） （ －２．２１） （ －３．８４） （ －１．２８）

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１∗∗∗

（ －３．４６） （ －５．２７） （ －３．８０） （ －５．０５）

非房贷性金融负债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 －４．３０） （ －１．２６） （ －４．６６） （ －１．１４）

承包地价值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１∗∗∗

（ －１７．６９） （ －１１．３１） （ －１７．２３） （ －１１．４６）

实际经营土地面积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９∗∗∗

（ －１９．８９） （ －１０．４４） （ －１９．１１） （ －１０．３９）

村庄地形地貌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５

（ －８．５３） （ －２．０５） （ －８．５８） （ －１．６３）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０

（ －４．２０） （ －０．５６） （ －４．３２） （ －０．３９）

省份（县域）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６．１０６∗∗∗ －０．７２５∗ ６．３０４∗∗∗ ０．８２７∗

（ －４１．２８） （ －１．７８） （ －３６．５８） （ －１．７４）

样本量 ４４８４ ５２９７ ４４８４ ５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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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模型中均引入省份虚拟变量来控制区域层面可能的影响。 然而，考虑到省份内部农户

特征和区域特征仍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引入县域层面虚拟变量来替代，并观察模型的稳健性。
相对而言，６７８５ 个样本农户分布在 １３４ 个区县，这已经是很强的区域控制了 ［４５］ 。 检验结果显示

（表 ４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 ，外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投资和农业机械投资的影响依然稳健，系数显

著性和作用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
（二）工具变量法

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投资可能反向影响农户家庭外出务工。 当农户购置较多劳动节约型

生产要素时，农业领域需要的劳动数量会减少，这能够增加外出务工人数。 而当农户投入更多

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要素时，就需要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这可能会降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
为缓解这种相互影响，上述分析中已经使用替代变量法来处理，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内

生性，更好的办法是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表 ５　 外出务工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工具变量法

变量 流动性投资 农业机械投资

外出务工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６

（ －２．２０） （ －０．７８）

劳动力数量 －２．５２８∗∗ １．６６９

（ －２．１０） （ －１．１５）

女性比例
３．５５４∗∗ －１．０９２

（ －２．１９） （ －０．９５）

平均年龄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６

（ －２．２２） （ －０．５３）

平均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３

－１．８４ （ －０．４１）

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 －２．２２） （ －２．０５）

非房贷性金融负债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

（ －２．４４） （ －０．０７）

承包地价值 ０．０８５∗∗∗ ０．１８１∗∗∗

（ －４．７３） （ －２．９４）

实际经营土地面积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４∗∗∗

（ －２．８７） （ －６．２０）

村庄地形地貌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８

（ －１．８３） （ －１．３４）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３

（ －１．８４） （ －０．０８）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３０．６４∗∗∗ －７．７５５

（ －２．７３） （ －０．８５）

样本量 ４４５５ ５２６１

　 　 本文使用农户所在村庄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考虑

到，农户外出务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受社会网络的深刻影响。 特别是对乡村而言，居民相互之

间多为熟人，外出务工会互帮互带。 作为农户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村庄层面劳动力外出务工比

例会对农户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４６］ ，良好的社会网络能够提升家庭成员外出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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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 但村庄层面的外出务工比例对于家庭的农业生产投资行为却是相对外生的，因而这一变

量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４７］ 。 统计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庄层面的非农就业率为 ３４．３％，远
低于家庭层面。 使用工具变量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首先用弱工具变量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 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检验的 Ｆ 值大于 １０，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表 ５） ，外出务工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流动性生产投

资。 说明外出务工对农业流动性投资的影响是十分稳健的，即使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依然如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的影响转为正向，这与已有文献保持一致 ［１］ ，但也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外出务工不影响农业机械投资的结论也是稳健的。
（三）进一步讨论

上述拟合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始终负向影响农业流动性生产投资，这与既有研究保持一

致 ［２３］ 。 但外出务工并不影响农户对农业机械的投资，这与已有的成果并不一致。 多数成果发

现，非外出务工家庭多会增加农业机械投资，从而有效替代流失的农业劳动力 ［２４］ 。
外出务工之所以不影响农业机械投资，一方面是因为，农户种植规模偏小，农户并不需要购

置农业机械来替代流失劳动力。 中国农户是典型的小农，种植规模偏小，需要的劳动力并不多，
即使外出务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数量，但农村居民之间季节性帮工以及雇工市场发展能够缓解

劳动力流失效应 ［４８］ ，家庭剩余劳动力仍然有能力继续耕种。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机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繁荣发展，从而对家庭购置农机需求形成有效替代。 中国农户的家庭经营规模普遍

偏小，而农业机械是一笔花费不菲的长期投资，这使得单个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很不划算。 但劳

动力流失客观上带来了农业机械的需求，近年来，为了满足小规模农户对农业机械的需求，专业

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在农村大量涌现，诸多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都实现了外包化和机械化 ［４９］ 。
在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化背景下，农户并不需要自己购买农业机械，只需要购买农机服务即

可 ［５０］ ，即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购买农机化服务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 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缺乏

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信息，因而这一点有待后续研究的检验①。 但整体而言，经营规模偏小是家

庭成员外出务工后，农户不增加机械投资的关键所在。
为证实上述判断，按照农户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是否大于样本均值，将整体样本区分为

两个分样本。 当农户耕种土地面积小于等于均值时，将其命名为小农户，当农户耕种土地大于

样本均值时，命名为大农户。 应用基准模型，对上述两个分样本进行拟合回归，结果显示②，对于

小农户，外出务工的影响系数依然为负，这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但对于大农户，非农就业的系

数却转为正向。 虽然外出务工的系数依然不显著，但也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即随着种植规模的

扩大，农户会更倾向于增加农业机械投资，从而证实了上述猜测。

六、结论与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非农就业，这种大转

型究竟会对农业生产投资产生何种影响呢？ 本文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业

生产投资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１）
外出务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投资，但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

著性影响。 考虑到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投资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运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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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际上，在分析农业机械投资时，替代性的农业机械服务变量应该作为控制变量，但由于数据限制，没有进行控制，这
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对于上述两个分样本回归模型，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给出具体结果，需要的可向作者索取。



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 ２）分区域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投

入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受到外出务工的显著负向影响，但在西部地区这一结论

并不成立。 而外出务工对农业机械投资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异。 （ ３）进一步的讨论表明，之所

以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农户没有增加农业机械投资，关键在于经营规模较小，使得农户能有效

应付农业生产。 但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会更倾向增加农业机械投资。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 １）要高度重视外出务工对农业流动性生产投资

以及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农村地区人口外出务工的趋势不可逆转，但要特别注意农业劳动力

过度转移对农业生产的潜在危害，如农业经营的副业化、粗放化、投入减少带来的土壤质量退化

等。 一些调查和研究也已经证实，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流出地的农业发展，危害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生产，这需要特别引起重视。 （２）外出务工对农户流动性生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

区域差异性。 在落后地区，农业对于农户生计仍然十分重要，外出务工并不会导致农户减少这

一类投资。 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因而，在落实支持政策时，需
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在鼓励西部地区农户的同时，要特别注重调动中东部农户投资农业的积

极性。 （３）要关注外出务工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机械需求的影响。 中国的农户种植规模普遍

偏小，但随着农业劳动力持续外出务工，农地流转日益普遍，经营规模会日益扩大，农户对农业

机械的需求会逐渐增加。 随着农户的分化，不同规模农户对农业机械投资也会出现分化，种植

大户购置农业机械意愿更为强烈。 因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仍然需要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实现

土地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以增强农业竞争力。
当然，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 本文没有纳入替代性选择对农业固定性生产投资的

影响，比如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需要予以改进。

参考文献：

［ １］Ｚｈａｏ Ｙ．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３０（２） ： ３７６－３９４．

［２］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Ｅ， Ｌóｐｅｚ－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 Ｄｏ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６（１） ： ６８－９０．

［３］钱文荣，郑黎义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水稻生产的影响［ Ｊ］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０（５） ：５８－６５．
［４］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Ａ．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６（１） ： １１４－１３９．
［５］Ｃｈｉｏｄｉ Ｖ， 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Ｅ， Ｍｏｎｔｅｓ－Ｒｏｊａｓ 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ｘｉｃｏ［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４８（８） ： １１３９－１１５５．
［６］Ｒａｎｄａｚｚｏ Ｔ， Ｐｉｒａｃｈａ Ｍ．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ｅｎｅｇａｌ［Ｒ］ ． ＩＺ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４，８１０６．
［７］Ｄｅ Ｂｒａｕｗ Ａ， Ｒｏｚｅｌｌｅ 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

（１９） ：３２０－３３５．
［ ８］Ｈｕａｎｇ Ｊ Ｋ， Ｗｕ Ｙ Ｈ， Ｒｏｚｅｌｌｅ 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４０） ：２０３－２１８．
［９］Ｄａｍｏｎ Ａ 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６（１） ： １６２－１８９．
［１０］Ｄａｖｉｓ Ｊ， Ｌｏｐｅｚ－Ｃａｒ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４，（３６） ： ３１９－３２９．
［１１］Ｍｉｎｅｓ Ｒ， ＤｅＪａｎｖｒｙ Ａ．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２， ６４（３） ： ４４４－４５４．
［１２］Ａｄａｍｓ Ｒ Ｈ， Ｃｕｅｃｕｅｃｈａ Ａ．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

９１１

第 ５ 期 钱龙，钱文荣：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



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３８（１１） ： １６２６－１６４１．
［１３］Ａｄａｍｓ Ｒ Ｈ，Ｃｕｅｃｕｅｃｈａ Ａ．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４］Ｏｓｉｌｉ Ｕ Ｏ．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 ５２（４） ： ８２１－８４９．
［１５］Ｚｈｕ Ｙ， Ｗｕ Ｚ，Ｐｅｎｇ Ｌ， Ｓｈｅｎｇ Ｌ．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Ｇ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４６（１２） ： １３１２－１３２２．
［ １６］Ｙａｎｇ 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１８（５２８） ： ５９１－６３０．
［１７］Ｑｕｉｓｕｍｂｉｎｇ Ａ， ＭｃＮｉｖｅｎ 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４６
（１） ： ９１－１１３．

［ １８］Ａｈｉｔｕｖ Ａ， Ｋｉｍｈｉ Ａ． Ｏｆｆ－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６８（２） ： ３２９－３５３．

［１９］Ｍｏｒｅｒａ Ｍ Ｃ， Ｇｌａｄｗｉｎ Ｃ Ｈ． Ｄｏｅｓ Ｏｆｆ － 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ｗｏ Ｈｏｎｄｕｒａｎ Ｈｉｌｌｓｉ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４（３） ： ３５５－３７８．

［２０］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Ｔ， Ｏ＇Ｂｒｉｅｎ Ｍ． Ｉｓ Ｏｆｆ－ ｆａｒ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ｆａ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１３（４） ： ２３５－２４６．

［２１］Ｍａｔｈｅｎｇｅ Ｍ Ｋ， Ｓｍａｌｅ Ｍ， Ｔｓｃｈｉｒｌｅｙ Ｄ． Ｏｆｆ－ ｆａ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６６（２） ： ５１９－５３６．

［２２］Ｗｕ Ｈ Ｘ，Ｍｅｎｇ Ｘ． 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７
（２） ： １２３－１３４．

［ ２３］Ｑｉｎ Ｈ． 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
ｉｐａｌｉｔ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 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３８（５） ： ６７５－６９０．

［２４］ Ｊｉ Ｙ， Ｙｕ Ｘ， Ｚｈｏｎｇ 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ｆ－Ｆａ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２３（１） ： ７１－８０．

［２５］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Ｅ，Ｒｏｚｅｌｌｅ Ｓ， Ｄｅ Ｂｒａｕｗ 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３， ５２（１） ： ７５－１０１．

［２６］Ｔｏｄａｒｏ Ｍ Ｐ．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９， ５９（１） ： １３８－１４８．

［２７］Ｗｏｕｔｅｒｓｅ 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ｕｒｋｉｎａＦａｓｏ［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１（５） ：３８５－３９５．

［２８］方鸿 ．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 ：７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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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６， ２９（７） ：９３９－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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